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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8]摘要：为揭示失败容忍文化对制造企业组织敏捷性的影响机制。基于组织设计理论，挖掘制造企业机会识别提升的前因变量，同时考虑政策扶持的权变影响，探究失败容忍文化对制造企业组织敏捷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来自广东的206家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了研究假设。研究发现：失败容忍对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水平政策扶持会增强失败容忍与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机会识别对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会识别在失败容忍与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制造企业应重视失败容忍文化的培育，关注政府对企业主导行业的支持程度，并充分发挥机会识别在提升运营和市场敏捷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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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_Hlk166870094][bookmark: _Hlk166532617][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_Hlk166532885][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_Hlk166533024]Abstract: To reveal how failure-tolerant cultures affect manufacturing firms’ organizational agility. Drawing on organizational design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ntecedent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the contingency effects of policy support, and the mechanism between failure-tolerant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al agility. Survey data from 206 manufacturing fir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ows that failure-tolerant cultur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Policy supports positively moderate failure-tolerant cultures effects o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both operational adjustment and market capitalizing agility.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failure-tolerant cultures on both operational adjustment and market capitalizing agility. Consequently, manufacturing firms should strive to cultivate failure-tolerant cultures, keep an eye on policy support in their dominant industry,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on both operational adjustment and market capitalization ag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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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bookmark: _Hlk146397387][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1]如何提升不稳定、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环境（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VCUA）下企业的机会识别（OS），即努力将变化、事件和趋势之间的点联系起来，从而提出新的产品或服务理念的认知过程[1]，受到学者和管理者们的高度重视（如Filser等[2]、Mary等[3]）。比如，北京新东方集团意识到新媒体技术和平台对人们日常生活和企业经营发展的巨大冲击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出了东方甄选直播带货平台来销售农产品，并自建供应链来保证产品品质，发展自有品牌并加强品控，成功将短视频平台直播间的客户流量引入到自有APP等企业自建营销渠道，提升了企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帮助企业实现连续创业，助力全国农产品的销售和客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然而，机会识别和利用之路充满艰辛，挫折与失败经常与之相伴随。尽管失败被学者们视为企业学习的重要机会[4]，其仍不可避免使创业者遭受认知和情感资源损耗，并导致悲痛等负面情绪的发生，且通常被视为创业者低绩效、不努力和能力不足的表征[5]。特别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因嵌入在已有的生产和运营模式中所造成的组织惰性以及已有知识和信息的陈旧所造成的组织刚性[6]，将削弱其意愿和能力来有效应对机会识别和利用过程中所伴随的挫折和失败。
已有研究指出，企业可通过先前经验知识的使用（如Anwar等[7]的研究）、社会网络资本的建立（如Chen等[8]的研究)、认知/个性特征的有效发挥（如Anwar等[9]的研究）、技术和经济环境的深入分析（如Mary等[3]的研究）以及创业导向和警觉性的培养来提升企业的机会识别（如Anwar等[9]、Franczak等[10]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机会识别的有效推进提供了重要洞察。但当前仍较不清晰制造企业如何有效应对机会识别过程中所伴随的挫折和失败。新近研究指出，失败容忍（FA）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成分将有助于应对企业机会识别过程中所伴随的挫折和失败，以提升企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来获取竞争优势（如Caemeli等[11]的研究）。在失败容忍文化的引领下，资源的创造性重组活动会得到顺利开展[12]，组织成员敢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13]，并乐意分享多样化的先前知识[14]，这些均有可能帮助制造企业克服机会识别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败。
然而，失败容忍文化也可能会不利于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比如，制造企业失败容忍文化的运用会降低企业的学习深度，使得员工具有较弱的责任担当，并在工作中不尽全力而为，会导致难以有效提升其产品新颖性[15]。此外，过度水平的失败容忍文化还会使得员工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的决策缺少尽职调查，导致不良客户关系发生的频次和程度增大，进而降低企业的顾客再获取[16]。为此，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将聚焦于失败容忍文化将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
更进一步，虽然失败容忍文化可能有助于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制造企业在机会识别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如何充分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来实施失败容忍文化以增强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挑战[14]。与此同时，政府正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给予制造业企业正式的政策扶持，即政府对企业主导行业的政策支持程度[17]，其有助于引领组织成员推进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然而，正式的政策扶持代表了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另一路径[18]。虽然失败容忍文化有助于组织成员贡献自己的聪明智慧来提升机会识别[16]，正式的政策扶持有助于给予组织成员充分的信心并为机会识别提供正确的方向引领[19]。当前，失败容忍和政策扶持这两个不同的机会识别路径是互补还是相斥关系尚不明晰[20]。
[bookmark: OLE_LINK5]一方面，正式的政策扶持可能会挤出组织成员进行机会识别的内在激励而抵消容忍文化的正面作用。具体而言，正式的政策扶持作为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外在激励，将可能使得组织成员自我实现的满足感降低而削弱其内在激励来聚焦通过失败容忍来提升机会识别[20]。另一方面，正式的政策扶持也可能会增进组织成员借助容忍文化而进行机会识别的意愿。原因在于，正式的政策扶持能够给予组织成员充分的信心和战略方向引领以在特定的行业内成功开展机会识别[19]。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将关注于正式的政策扶持如何影响失败容忍文化对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影响。
此外，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也为组织敏捷性的提升带来一定的挑战。一方面，制造企业机会识别活动的开展会消耗一定的认知资源，这将会影响企业应对VCUA环境所做出决策的速度[9, 21]。另一方面，制造企业机会识别活动的开展会导致企业陷入失败陷阱，即在已有产品和服务创意开发失败的情景下，又不断尝试提出和开发新产品创意或服务理念，导致机会识别的成本超过其潜在的收益，难以培养其独特的能力来及时响应顾客高新颖性产品的需求[3, 22]。再一方面，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会占用和消耗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这将会导致企业在运营调整和组织变革过程中难以及时获取充沛的人力资源支持[11, 23]。为此，本文的第三个研究问题将聚焦于机会识别是否将对制造企业的运营和市场敏捷性产生影响。运营敏捷性（OA）聚焦于在运营调整方面与竞争对手以时间为基础的竞争；市场敏捷性（MA）专注于为客户提供更优的价值和更好的服务[24]。
为回应上述3个研究问题，本文建立研究模型来检验失败容忍文化对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政策扶持对失败容忍文化与机会识别之间关系的影响，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的影响，以及机会识别在失败容忍与组织敏捷性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并基于206家来自广东制造企业样本来对之进行检验。本研究识别出失败容忍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成功因素有助于提升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探究了政策扶持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会增强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验证了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的促进作用，发掘出机会识别在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以期为我国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和组织敏捷性的成功增强提供重要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关系
失败容忍是一种非正式的组织文化，其强调失败是不可避免且是探索新方向的有益副产品[15]。该种类型非正式组织文化将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制造企业机会识别过程中迫切需要开展经验式学习，从而帮助发掘和利用市场机会[25]。在此情景下，当制造企业拥有失败容忍这一非正式的组织文化时，其组织成员明白失败是成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用担心因实验失败而承担较大的责任，因而愿意不断对新创意和想法进行不断试验[14]，从而便于积累丰富的经验知识来开展经验式学习以帮助制造企业洞察新产品和市场机会。
其次，制造企业机会识别提升过程中通常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持，但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和资源并不被企业所拥有或难以从市场中获取[26]。在此关键时期，失败容忍文化在探索新事物过程中对失败的及早准备和包容将有助于资源创造性重组活动的开展[27]，从而便于制造企业打破资源的原始属性，发挥创造力，充分使用企业内外部闲置和便宜的资源来进行资源构建[12]，或采用人力资源拼凑或发明者拼凑等方式，来帮助制造企业应对关键材料和技术短缺的困扰，进而提升制造企业觉察到环境中潜在机会的能力[28]。
再次，制造企业机会识别过程中迫切需要组织成员充分使用其丰富多样的个人先前知识，以便于帮助企业辨别更适合企业发展和更有价值的机会[29]。但是，组织成员先前知识的使用则往往依赖于企业是否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组织文化和氛围[15]。当制造企业拥有失败容忍文化时，失败和错误常常被视为一种学习的机会，组织成员不用担心因失败而遭受处罚，相反，他们被鼓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16]。在此情景下，组织成员将会乐意充分使用其多样化的先前知识来帮助制造企业提升对新机会的警觉性或敏感性[30]，因其不用过多顾虑与之相伴随的风险和因失误而遭受的惩罚。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失败容忍对制造企业机会识别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2 机会识别与组织敏捷性的关系
[bookmark: OLE_LINK2]（1）机会识别与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
机会识别是一种认知过程，通过这种过程，个人努力将变化、事件和趋势之间的点联系起来，从而提出新的产品或服务理念[1]。该认知机制将有助于提升制造企业的运营敏捷性。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提升过程中需要技术资源的支持，从而便于制造企业快速响应客户的特殊需求而进行相应的运营调整[31]。然而，因客户特殊需求而进行相应的运营调整需要前沿技术资源的支持[32]。此时，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对技术前沿趋势的预判将有助于及早进行前沿技术的研发和积累，从而便于及时响应客户的特殊需求来快速进行运营调整[2, 24]。
其次，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提升过程迫切需要及时掌握市场和顾客的最新需求信息，从而便于快速扩大和缩减生产和服务规模来应对市场需求的波动[32]。但是，对市场和客户需求的及时掌握需要制造企业具有较强的警觉性[17]。此时，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对新产品和新市场的较高警觉性将有助于及早收集和归纳最新的市场和顾客信息[10]，较早地进行资源配置，合理安排人力资源储备，以便于及时随市场和顾客的最新需求来优化最佳生产和服务规模[32]，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再次，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提升过程中需要采取必要的替代性安排和内部调整，以响应供应商的多样化需求和处置与供应商在供给方面的潜在冲突[34]。但是，制造企业组织刚性和惰性的困扰会使其难以及时进行必要的替代性安排和内部调整，这将不利于运营敏捷性的有效提升[6]。在此情景下，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对未来新产品和新市场机会的及早觉察和经验知识的积累将能够有效克服组织刚性和惰性的困扰来实施战略革新[23]，剥离盈利性较弱的业务单元，启动必要的项目来提升业务单元的生产率，并在组织内部进行必要的协调和沟通，以及时响应供应商的多元化需求和应对与供应商在供给方面的潜在冲突[3, 21]。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机会识别与制造企业市场敏捷性。
本研究还指出机会识别也有助于提升制造企业的市场敏捷性。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制造企业市场敏捷性提升过程中迫切需要实施恰当的策略来及时应对市场和顾客需求的变化[32]，而快速的新产品开发是应对市场和顾客需求变动的重要策略之一。但是，新产品的快速开发依赖于产品概念的较早形成[22]。在此关键时机，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对新产品和市场机会的洞察将有助于为产品概念的快速确立进行调查和建立商业案例[7]，为随后的产品研发建立基础，以帮助制造企业加速新产品的研发，进而及时响应市场和顾客的新需求[34]。
其次，制造企业开发高新颖性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是应对市场和需求的变动，进而提升市场敏捷性的另一重要策略[11]。与之相配合，制造企业必须为之匹配相应的研发人员和研发投入，才可为高新颖性产品和服务的开发提供技术保障[21]。但是，考虑到高新颖性产品的开发往往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制造企业各部门间风险承受能力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化会使得新项目的开展难以得到充沛的研发资源支持[31]。在此情景下，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对环境中潜在机会的快速觉察会使其及早进行部门间的协同和沟通，为高新颖性产品的研发分配充裕的研发人员和科研经费[2]，进而保障高新颖性产品和服务的顺利研发，来满足市场对高新颖性产品和服务的需求[33]。
再次，制造企业市场敏捷性提升过程中需要从VCUA的市场环境中辨别出可被利用的商业机会并迅速将之进行实现[35]。与此同时，新商业机会的发掘和实现需要制造企业匹配相应的战略投资。但是，考虑到战略投资对公司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企业的战略投资往往需要在公司高管层面达成有效的共识[36]。在此情景下，制造企业更强的机会识别将能够辨别更多的新产品，新市场，以及商业新模式[28]，这将帮助公司高管从VCUA的市场环境中筛选出适合企业自身状况的商业机会，选择最优的战略投资项目并达成共识，以及时更新企业的新业务，进而带来市场敏捷性的有效提升[33]。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3：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市场敏捷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1.3 机会识别的中介作用
在假设H1、假设H2以及假设H3的逻辑分析基础上，本研究指出机会识别将会在失败容忍和运营敏捷性之间，以及失败容忍与市场敏捷性之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失败容忍文化对企业探索过程中失败的包容将有助于对新创意和新想法不断试验[15]，这将积累丰富的经验知识来对新市场和新机会进行有效的洞察[25]，以便制造企业较早地收集和整理最新的市场和顾客信息，对资源和人员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从而随市场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和服务规模，带来运营敏捷性的有效提升[10, 32]。此外，失败容忍文化对失败学习的重视将会鼓励组织成员贡献个人的先前知识[16]，以提升制造企业对新机会和新技术的警觉性和敏感性，从而较早进行前沿技术的研发和积累，以利于较快地响应客户特殊需求而进行相应的运营调整[23-24]。
另一方面，失败容忍文化在探索新事物过程中对失败的及早准备有助于制造企业开展资源创造性重组活动[27]，以有效应对关键材料短缺的困扰[12]，提升企业觉察到环境中潜在机会的能力，从而及早进行部门间协调来为高新颖性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匹配相应的研发人员和经费保障，并帮助快速进行调查和建立商业案例来促进新产品和服务的快速推出，来及时响应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7, 34]。此外，失败容忍文化便于使探索新业务过程中的失败受到高管团队的包容和重视[30]，这将有助于通过失败分析来推动公司战略的优化和调整[4]，从复杂多样的市场机会中筛选出适合企业自身状况的商业模式，选择最优的战略投资项目，保持企业的活力，进而带来市场敏捷性的有效提升[33, 35]。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机会识别在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H5：机会识别在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市场敏捷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政策扶持对失败容忍与机会识别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bookmark: _Hlk143631183]组织设计理论指出，组织的非正式文化与正式制度安排的有效匹配将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产生重要促进作用[16, 37]。政策扶持，即政府对企业主导行业的支持程度[17]，其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将会与企业容忍文化形成有效的匹配来影响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具体而言，政策扶持将会正向调节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
首先，较高的政策扶持有助于为制造企业提供方向性引领，使其能够与失败容忍相协同，进而促进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16, 19]。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增强可通过失败容忍文化来对新创意和新想法进行不断试验，以积累丰富的经验知识[15, 25]。但是，制造企业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导致其难以同时在多领域进行探索。在此情景下，较高的政策扶持将为制造企业运用失败容忍文化来提升机会识别提供战略方向引领[17]，以使得企业能够基于其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在政府所鼓励的领域不断探索和尝试，增强相关领域的经验知识深度，以更好的洞察新产品和市场机会[38]。此外，较高的政策扶持还将为制造企业带来相应的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20]，这将会减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其更有意愿借助容忍文化来在政策扶持领域内寻求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方向，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获取奠定根基[11]。
其次，较高的政策扶持有助于制造企业获取较多的财务资源支持，使其能够与失败容忍相配合，共同促进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18, 27]。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增强依赖于通过失败容忍文化来促进资源的创造性重组，以帮助克服关键材料和技术短缺的困扰[12]。但是，企业的长远发展则需要相应财务资源的保障，以建立正式的资源储备计划，因单单依赖于企业内外部闲置和便宜资源的创造性资源重组将难以提升企业所开发产品的新颖性[39]。在此关键时期，较高的政策扶持有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制造企业所从事的业务给予充分的认可，因而会愿意对制造企业进行较多的财务资源支持[19]。这一正式的财务计划安排与通过失败容忍文化所促进的资源创造性重组将形成有效的协同，为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建立良好的资源基础[28]。
再次，较高的政策扶持有助于激发制造企业的组织成员积极性，使其能够与失败容忍文化相互补，进而提升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20, 30]。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增强依赖于通过失败容忍文化来使得组织成员愿意充分使用其多样化的个人先前知识，来帮助辨别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机会[29]。然而，个人先前知识的充分贡献，既取决于组织内部的文化氛围[15]，还取决于企业外部的宏观环境，如本研究所关注的政策扶持[17]。在此情景下，较高的政策扶持有助于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使其在失败容忍文化的引领下更有意愿来贡献个人的先前知识[16, 19]，而较不担心因所处行业受政府管制而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进而投入较多的个人精力和时间以保持对新机会的警觉性和敏感性[30]。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6：政策扶持对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的正向关系起调节作用。

2 数据搜集与变量测量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搜集
本次研究调查活动于2022年1月至3月在广东省实施。该省份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势头强劲，行业内企业间竞争激烈，各类企业踊跃参与多种类型创业和创新活动，是比较合适的研究样本。本次问卷调查分两次来开展。第一次，以该省工商业联合会的企业会员目录为样本总体，利用邮寄和电子问卷两种途径共随机分发问卷1 900份。通过与受访高管确认是否本人填写和问卷填写完整度检查后，共回收了260份有关失败容忍文化和政策扶持的调查问卷。第二次（间隔1个月），通过第一次访谈中受访高管所提供的公司另一位高管的联系方式，与这些高管进行沟通并对之发放有关机会识别、运营和市场敏捷性的问卷，本次数据收集，回收到的有效问卷为20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10.842%（206/1 900）。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1。
[bookmark: _GoBack]【请作者对临界值划分在哪个区间内作出清晰的归类】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项目
	分类
	频数/家
	百分比
	项目
	分类
	频数/家
	百分比

	企业年龄
	3年以内
	47
	22.816%
	发展阶段
	投入
	41
	19.904%

	
	3~8年
	54
	26.213%
	
	成长
	99
	48.058%

	
	8~15年
	30
	14.563%
	
	成熟
	58
	28.155%

	
	超过15年
	75
	36.408%
	
	衰退
	8
	3.883%

	研发强度
	0~1%
	61
	29.612%
	员工人数
	300人以内
	87
	42.233%

	
	1%~3%
	27
	13.107%
	
	300~500人
	16
	7.767%

	
	3%~6%
	36
	17.476%
	
	500~2 000人
	48
	23.301%

	
	6%~10%
	44
	21.359%
	
	2 000~5 000人
	14
	6.796%

	
	10%~30%
	19
	9.223%
	
	超过5 000人
	41
	19.903%

	
	超过 30%
	19
	9.223%
	
	
	
	


注：N=206。
未返回偏差检验（T-test）中发现，较早和较后所回收的问卷中，在企业年龄、员工人数、研发投入和发展阶段方面没有存在显著不同。更进一步，T-test检验还表明，核心变量失败容忍、机会识别与运营和市场敏捷性在前期与后期所收回的问卷中不存在显著差异。在Harman单因子共同方法偏差（CMB）检验方面，总体方差变异仅被第一个主成分解释了32.098%的比例，因而CMB会较弱困扰本研究模型的检验。与此同时，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VIF（变异膨胀因子）来进行检测，分析得出VIF值在1.180和1.890之间变动，显示出本文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明显。
2.2 变量与测量
Likert 5点量表被用来测度本文中的全部变量。参照Ma等[1]、Lu等[24]和Danneels[40]的研究，4个题项来测量失败容忍，3个题项来度量机会识别，3个题项分别来度量运营和市场敏捷性。借鉴Tang[17]的研究，通过1个题项来度量政策扶持，是指企业感知到的政府对其主导行业的政策支持程度，得分为“1”表示企业主导行业受政府支持的程度最低，得分为“5”表示企业主导行业受政府支持的程度最高。参照Jaworski等[41]的研究，通过3个题项来度量技术动荡性（TU）。具体的测量题项见表2。
表2 问卷题项和信效度检验
	构念
	问卷题项
	因子载荷
	解释方差

	运营敏捷性
	只要出现了客户的特殊需求，我们都能对之快速响应，且顾客对我们快速响应的能力有信心
	0.730***
	72.994%

	
	我们能够快速扩大或缩减生产和服务规模以应对市场需求的波动
	0.727***
	

	
	当与供应商在供给方面存在冲突时，我们都能快速做出必要的替代性安排和内部调整
	0.878***
	

	市场敏捷性
	我们能够迅速制定并实施恰当的决策以应对市场和顾客需求的变化
	0.842***
	71.171%

	
	我们不断寻找重塑或再造组织的方式以更好的服务市场
	0.732***
	

	
	我们将市场明显的变化和混乱视为可快速利用的机会
	0.671***
	

	失败容忍
	我们明白失败是成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742***
	70.042%

	
	管理团队明白在探索一些新事物时，有时会失败
	0.820***
	

	
	失败被当作采取首创行动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0.828***
	

	
	错误被看作是一种学习的机会
	0.714***
	

	机会识别
	在日常活动中，我们常常产生新创意（如洞察新产品和市场机会）
	0.789***
	82.406%

	
	我们对新机会有特殊的警觉性或敏感性
	0.897***
	

	
	我们能够觉察到环境中潜在的机会
	0.896***
	

	技术动荡
	在我们行业中，技术变化很快
	0.825***
	67.389%

	
	难以预测技术的发展方向
	0.484***
	

	
	许多技术的发展都彻底改变了已有技术
	0.839***
	


注：1）N=206；2）表中报告的所有因子载荷均为标准化因子载荷，且***表示在0. 001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控制变量的选择，借鉴刘念等[42]和何超等[43]的研究发现，企业年龄体现了经验和知识积累的不同；员工人数体现了企业规模的不同；研发强度体现了创新投入的多少；发展阶段会影响战略选择的差异，技术动荡反映了行业内技术更替的程度[41]。上述因素均将会影响机会识别的有效开展以及企业能力形成的差异。因而，本研究选用上述这些控制变量。
2.3 信度与效度分析
[bookmark: _Hlk166509223]借助SPSS21.0来计算克朗巴哈系数（α）以评测量表的信度，运用CFA中因子载荷来计算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失败容忍（α=0.853，CR=0.918），运营敏捷性（α=0.809，CR=0.824）、市场敏捷性（α=0.797，CR=0.794）、机会识别（α=0.891，CR=0.897），技术动荡（α=0.759，CR=0.770）均信度良好。运用MPLUS7.0软件，来计算模型的结构和区分效度（见表3）。五因子模型的拟合度最好。因此本文的各变量均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较适合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3 CFA 验证区分性拟合指数
	模型
	因子
	χ2
	df
	△χ²
	RMSEA
	SRMR
	CFI
	TLI

	五因子模型
	OA; MA; FA; OS; TU
	220.047
	94
	
	0.081
	0.056
	0.929
	0.910

	四因子模型1
	OA+MA; FA; OS; TU
	232.558
	98
	12.511(4)*
	0.082
	0.057
	0.925
	0.908

	四因子模型2
	OA; MA+FA; OS; TU
	513.986
	98
	293.939 (4)***
	0.144
	0.106
	0.767
	0.715

	四因子模型3
	OA; MA; FA+OS; TU
	657.677
	98
	437.630 (4)***
	0.167
	0.152
	0.687
	0.616

	四因子模型4
	OA; MA; FA; OS+TU
	386.019
	98
	165.972 (4)***
	0.119
	0.088
	0.839
	0.803

	三因子模型1
	OA+MA+FA; OS; TU
	539.195
	101
	319.148 (7)***
	0.145
	0.111
	0.755
	0.708

	三因子模型2
	OA; MA+FA+OS; TU
	662.393
	101
	442.346 (7)***
	0.164
	0.118
	0.686
	0.627

	三因子模型3
	OA; MA; FA+OS+TU
	714.843
	101
	494.796 (7)***
	0.172
	0.134
	0.656
	0.592

	二因子模型1
	OA+OS+TU; MA+FA; 
	762.785
	103
	542.738 (9)***
	0.176
	0.163
	0.631
	0.570

	二因子模型2
	OA+MA+FA; OS+TU
	701.940
	103
	481.893(9)***
	0.168
	0.128
	0.665
	0.609

	一因子模型
	OA+MA+FA+OS+TU
	836.585
	104
	616.538 (10)***
	0.185
	0.130
	0.590
	0.527


 注：1）+表示因子模型合并；2)*表示在0. 05水平上显著，下同；3）五因子模型为模型间比较的基准模型，△χ²值不存在；4）括号内的数值为模型间χ2值的差异，下同。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的均值分别为3.790和3.964，显示出本研究中制造企业具备较强的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可便于进行假设检验。此外，失败容忍与机会识别、运营敏捷性、市场敏捷性均中等程度相关。与此同时，核心变量平均方差萃取值的平方根均大于核心变量与另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再次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将会较少困扰随后的研究模型验证。
表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企业年龄
	1.000
	
	
	
	
	
	
	
	
	

	2. 员工人数
	0.474**
	1.000
	
	
	
	
	
	
	
	

	3. 研发强度
	0.098
	0.278**
	1.000
	
	
	
	
	
	
	

	4. 发展阶段
	0.516**
	0.292**
	0.284**
	1.000
	
	
	
	
	
	

	5. 政策扶持
	−0.187**
	0.133
	0.198**
	−0.003
	1.000
	
	
	
	
	

	6. 技术动荡
	−0.119
	0.103
	0.200**
	−0.040
	0.316**
	0.735
	
	
	
	

	7. 失败容忍
	−0.199**
	0.028
	0.066
	−0.073
	0.175*
	0.216**
	0.778
	
	
	

	8. 机会识别
	−0.256**
	0.015
	0.068
	−0.186**
	0.273**
	0.265**
	0.258**
	0.862
	
	

	9. 运营敏捷性
	−0.152*
	−0.008
	0.177*
	−0.001
	0.143*
	0.283**
	0.290**
	0.641**
	0.782
	

	10. 市场敏捷性
	−0.232**
	−0.005
	0.054
	−0.157*
	0.192**
	0.261**
	0.345**
	0.588**
	0.722**
	0.752

	均值
	2.646
	2.544
	3.772
	2.160
	1.830
	3.150
	3.956
	3.939
	3.790
	3.964

	标准差
	1.192
	1.560
	1.895
	0.783
	0.729
	0.873
	0.792
	0.689
	0.699
	0.653


注：1）**表示在0. 01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2）下划线上的数据为相应变量的 AVE 平方根；下同。
3.2 模型验证分析
逐层回归的分析方法被用来检验研究模型，分析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模型2中，失败容忍对制造企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0.255；P<0.001），H1得到了验证。模型6中，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0.569；P<0.001），H2得到了验证。模型10中，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市场敏捷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β=0.560；P<0.001），H3得到了验证。在模型7中，当机会识别加入方程以后，失败容忍与运营敏捷性之间关系的显著性变弱（β=0.161；P<0.1），初步表明机会识别在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之间起中介作用。更进一步，Mplus样本自助法检验结果表明，失败容忍通过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估计值=0.195，下限=0.103；上限=0.287，95%的置信区间）。因此，本文的H4再次得到验证。
在模型11中，当机会识别加入方程以后，失败容忍与市场敏捷性之间的关系变弱（β=0.235；P<0.001），初步表明机会识别在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市场敏捷性之间起中介作用。更进一步，Mplus样本自助法检验结果表明，失败容忍通过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市场敏捷性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估计值=0.178，下限=0.082；上限=0.274，95%的置信区间）。因此，本文的H5再次得到验证。模型3中，政策扶持正向影响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β=0.315；P<0.001）。此外，图1的调节效应图展示出，高水平的政策扶持下，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陡峭，因此H6得到了数据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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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机会识别
	
	运营敏捷性
	
	市场敏捷性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企业年龄
	−0.325***
	−0.184
	−0.168
	−0.311*
	−0.283+
	−0.099
	−0.091
	−0.224**
	−0.175
	−0.099
	−0.077

	员工人数
	0.129
	0.068
	0.057
	−0.077
	−0.085
	−0.088
	−0.098
	0.109
	0.088
	0.060
	0.027

	研发强度
	0.074
	0.093
	0.074
	0.118
	0.106
	0.086
	0.107
	0.076
	0.065
	−0.062
	0.048

	发展阶段
	−0.126
	−0.133
	−0.155
	0.207
	0.251
	0.222+
	0.261*
	−0.194
	−0.122
	−0.077
	−0.069

	技术动荡
	0.292***
	0.257**
	0.247*
	0.289***
	0.268***
	0.143*
	0.140+
	0.193***
	0.144*
	0.119+
	0.060

	失败容忍
	
	0.255***
	0.126*
	
	0.179**
	
	0.161+
	
	0.351***
	
	0.235***

	机会识别
	
	
	
	
	
	0.569***
	0.572***
	
	
	0.560***
	0.513***

	政策扶持
	
	0.198*
	0.222*
	
	
	
	0.123*
	
	
	
	0.108*

	失败容忍×政策扶持
	
	
	0.315***
	
	
	
	0.044
	
	
	
	0.113

	F
	6.166***
	6.369***
	4.502***
	7.502***
	5.636***
	13.904***
	11.684
	3.322
	4.973***
	13.062***
	9.628***

	R2
	0.221
	0.301
	0.339
	0.234
	0.259
	0.485
	0.514
	0.146
	0.236
	0.401
	0.402

	Adjusted R2
	0.185
	0.254
	0.264
	0.202
	0.213
	0.450
	0.470
	0.102
	0.189
	0.370
	0.449

	R2 change
	  
	0.080
	0.038
	
	0.025
	0.251
	0.280
	
	0.090
	0.255
	0.256


注：1）上标+表示在0. 1统计水平上显著；2）表中报告的所有系数均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15

[image: ] 
图1 政策扶持对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Hoonsopon等[33]的研究强调应深入研究制造企业如何克服VCUA环境的挑战来提升机会识别和组织敏捷性以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本研究基于对206家中国制造企业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组织设计理论，探究失败容忍文化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政策扶持对失败容忍文化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关系的影响，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运营和市场敏捷性的影响，以及机会识别是否会在失败容忍文化与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失败容忍文化能够提升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2）政策扶持能够增强失败容忍文化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3）机会识别能够增强制造企业的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4）机会识别在失败容忍文化与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之间起中介作用。
4.2 理论贡献
[bookmark: _Hlk144309634][bookmark: _Hlk166527206]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具有以下几点：首先，为更深入了解容忍文化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失败容忍文化如何帮助提升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对Mary等[3]的研究进行拓展，展示了失败容忍文化这一非正式的组织文化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机会发掘过程中所伴随的挫折和失败，使得企业敢于承担风险而高效开展经验式学习，并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来提供资源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而不用担心与之相伴随的潜在失误，员工更愿意使用其丰富多样的先前知识而不用担心因失败而遭受处罚，进而及时帮助制造企业提升机会识别。本研究还深化以往理论研究所发现，失败容忍难以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的产品新颖性，以及过度水平的失败容忍将会降低企业的顾客再获取。发现失败容忍能够提升制造企业的意愿和能力来开展机会识别。此外，拓展以往理论研究所指出，高科技企业中的个体失败学习仅对利用式机会识别具有显著的直接提升作用，而组织失败学习对探索和利用式机会识别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制造企业通过失败容忍文化这一非正式组织文化的培育也能够帮助提升其机会识别。整体而言，本研究澄清了失败容忍文化是否有助于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
其次，通过揭示制造企业如何借助政策支持来提升失败容忍文化的效用以贡献于容忍文化和机会识别的理论研究。对Danneels等[15]的研究进行拓展，展示出政府的行业政策支持能够为企业失败容忍文化效用的发挥提供方向性引领，助力财务资源的获取，提升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以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对杨兴全等[20]的理论进行深化，本研究发现政策扶持能够增强失败容忍文化对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提升作用。此外，本研究还贡献于组织设计的理论视角，其强调非正式组织文化与正式制度安排的有效匹配对企业竞争优势获取的重要促进作用。Vomberg等[16]研究指出失败容忍这一非正式的组织文化能够与正式的顾客获取政策相匹配来提升客户的再获取，Selartm等[44]认为模糊容忍另一非正式的组织文化能够与团队正念形成有效的协同来降低团队的错误共识。拓展以往这些研究，本研究发现非正式的失败容忍文化能够与正式的政策扶持形成有效的匹配来提升制造企业的机会识别。因此，本研究揭示了失败容忍文化与政策扶持的有效匹配对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重要促进作用。
再次，为更深入了解机会识别与制造企业组织敏捷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揭示了机会识别如何提升制造企业的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对Rozak等[32]的研究进行拓展，揭示出机会识别能够帮助企业对技术前沿趋势进行预判，保持对新产品和新市场的警觉性，对环境中潜在机会进行快速觉察，以有助于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的有效提升。此外，本文还对Li等[45]的研究进行拓展，发现失败容忍这一非正式的组织文化不仅能够直接促进运营和市场敏捷性的提升，还能够通过机会识别来间接增强制造企业的运营和市场敏捷性。整体而言，本研究明晰了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组织敏捷性的提升作用，并挖掘了失败容忍文化对制造企业组织敏捷性的影响机制。
4.3 管理实践意义
本研究对于制造企业在VCUA环境下的机会识别和组织敏捷性的有效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当制造企业在VCUA环境下在机会识别方面遭受挑战时，制造企业管理者可通过失败容忍这一非正式文化的塑造来帮助开展经验式学习，获取关键的材料和技术，充分使用员工多样化的先前知识来提升其机会识别。其次，制造企业管理者应关注政府对企业所主导行业的支持程度，较高的政策扶持有助于为制造企业提供方向性引领，便于获取政府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得到充沛的财务资源支持，这将能够与失败容忍文化形成有效的协同来提升机会识别。再次，当制造企业在组织敏捷性提升方面遭遇挑战时，制造企业管理者应意识到机会识别对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提升的重要作用。机会识别有助于为制造企业的前沿技术研发提供预判，及时掌握市场和客户的新需求，对未来新产品和新市场及早进行洞察，从而助力运营敏捷性的有效提升。机会识别还有助于制造企业及早对新产品和市场机会进行洞察，对环境中潜在机会快速觉察，辨别更多的商业新模式，进而增强市场敏捷性的有效提升。然后，制造企业管理者还应留意到机会识别不仅能够直接帮助提升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还是失败容忍对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产生促进作用的重要传导机制。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可进一步研究之处具有以下几点。首先，仅检验失败容忍文化这一非正式的组织文化对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影响，随后可研究压力容忍、财务风险容忍、不确定性容忍等其他类型容忍文化对制造企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其次，基于组织设计理论，本研究关注政策扶持这一种类型正式制度安排对失败容忍文化与制造企业机会识别之间关系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考虑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其他类型正式制度安排的权变影响。再次，本研究仅检验了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运营敏捷性和市场敏捷性这两种类型组织敏捷性的影响，随后研究可考虑机会识别对制造企业战略敏捷性等其他类型敏捷性的影响。然后，本研究挖掘出机会识别在失败容忍与制造企业组织敏捷性之间所扮演的中介作用，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发掘失败容忍文化对制造企业组织敏捷性产生影响的其他中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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